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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：「君子」一詞，本義是「國君之子」，在先秦時代泛指「在上位者」，也就是統治者，是一與被統治者「小人」相對的概念，有強烈的社會階級含義：在政治地位和社會權利上，是少數的特權人士。君子的概念到了孔子有了重大的轉折，取得了道德涵義。《論語》中的君子觀，在古希臘的「公民」(citizenship)概念裏，得到了回響。其中的人道價值與理想，對當代文明的持續發展，當可作出重大的貢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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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「君子」一詞，本義是「國君之子」，在先秦時代泛指「在上位者」，也就是統治者，是一與被統治者「小人」相對的概念。如此「君子」這概念，無寧有了強烈的社會階級涵義：在政治地位和社會權利上，是少數的特權人士，是封建社會的統治精英。
這個政治與社會的君子概念，到了孔子有了重大的轉折，取得了道德涵義。在與孔子有關的諸多典籍中，
《論語》言簡意賅地透露了這個轉折。該書曾提到「君子」一百七十次，
論及「君子」的為人態度、品德能力、價值衡量、操守涵養、社群關係、與小人之別種種，豐富了「君子」概念的內涵。

    如人所知，在《論語．雍也》篇，孔子曾勸勉子夏：「女為君子儒，無為小人儒」，也就是要他寧為「君子」，勿為「小人」的意思。但《周禮．地官．大司徒》說：「聯師儒」，東漢鄭玄注解道：「師儒，鄉里教以道藝者」。「儒」是古代社會與「師」地位相同、助人君行教化者，同屬貴族統治階級，而「小人」則是被統治者，「小人儒」豈不是個自相矛盾的概念？這裡顯然孔子突破了傳統政治社會的「君子」概念，將之轉化成為「道德」、「人格」、「精神」和「踐行」的一種等級位階，而不再囿於作為統治者的概念---相對的「小人」不再只是被統治者，而是指人格卑下、自私自利、行為可鄙的人。又在〈子路〉篇，孔子曾斥責問圃學稼的學生樊遲，「小人哉，樊須也!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；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？」但當時樊遲已然是追隨季氏宰冉求的士人，那麼孔子以「小人」責之，顯然是質疑他的胸襟抱負，只在農事，不在政事。
    事實上，「君子」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道德人格。孔子曾謙虛地說：「文，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，則吾未之有得」（〈述而〉），又說：「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：仁者不憂；知者不惑；勇者不懼。」（〈憲問〉）可見孔子雖曾要求子夏作「君子」，但他並不以「君子」自許。不過，他讚美過子產，「有君子之道四焉：其行己也恭，其事上也敬，其養民也惠，其使民也義」，也讚美宓子賤：「君子哉若人！魯無君子者，斯焉取斯？」（〈公冶長〉）可見「君子」也是現世可得的。
    就《論語》一書通篇所示，作為君子至少有兩種道德：一是個人道德，另一則是社會與政治道德。就個人道德而言，作為君子，首先必須有「人不知而不慍」、既重且威（〈學而〉）、「周急不繼富」（〈雍也〉）的態度。這態度顯示君子有高度自制、自覺、自重、重義輕利的素養。
    其次，君子的根本特質建立在「仁」（道德人性）和「義」（無私正義）的基礎上。基於仁義的本質，君子對價值所作的衡量，不同於一般俗眾。《論語》上說，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敏於事而慎於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謂好學也已」（〈學而〉），又說「君子之於天下也，無適也，無莫也，義之於比」（〈里仁〉）。君子重道義—也就是普遍的原理，輕己利—也就是殊別的利益，在價值衡量上自有其超越私心的考量。
    其三，從君子仁義特質衍生而出的各種品德，除了前述的智、仁、勇、恭、敬、惠、義等，孔子還提出了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（〈雍也〉），「君子可逝也，不可陷也；可欺也，不可罔也」（〈雍也〉），「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（〈雍也〉），「君子義以為質，禮以行之，孫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」（〈衛靈公〉）等文質彬彬、不可罔、博學於文、求知、好問、守禮、謙遜、誠信、聰明、溫良、忠義的品德。
    其四，君子所重者，反求諸己，無求諸人，但問自己有沒有能力，不問他人是否知道。如孔子說，「君子病無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」（〈衛靈公〉）而君子必是多才多藝，不受限於特定技能，是以孔子說「君子不器。」（〈為政〉）
    其五，君子操守以道義為上，不論外在環境如何，皆有不可動搖的心志。所謂貧賤富貴，不離仁道，如孔子說「君子去仁，惡乎成名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，造次必於是，顛沛必於是」（〈里仁〉），又說「君子固窮；小人窮斯濫矣」（〈衛靈公〉）。
    其六，君子之所以有上述的態度、特質、品德、價值判斷、操守、能力等，皆是基於君子平日的自我教育，也就是涵養。君子重信，故「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」（〈為政〉），「欲訥於言，而敏於行」（〈里仁〉），「恥其言而過其行」（〈憲問〉），「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。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茍而已矣」（〈子路〉）。君子坦蕩，故內省不疚，不憂不懼（〈顏淵〉）。君子依人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有三戒，「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；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；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」（〈季氏〉）。君子在感官認識、待人接物、價值衡量上不斷自我反省，說以說「君子有九思：視思明，聽思聰，色思溫，貌思恭，言思忠，事思敬，疑思問，忿思難，見得思義」（〈季氏〉）。

    君子另一個層面的道德是社會與政治道德，在孔子看來是衍生自個人道德，但實際上也可說是君子與生俱來的社會責任與政治才能。除了前面已提及君子必須惠民、養民、使民，也就對自己所在的社群作出重大貢獻，讓百姓過著平安幸福的日子，君子在待人處事上，也有一定的原則。孔子看重君子高尚的人品，與人相交時，「矜而不爭，群而不黨」（〈衛靈公〉）。即使有所爭，也必符合禮儀，所謂「君子無所爭，必也射乎！揖讓而升，下而飲，其爭也君子。」（〈八佾〉）此外，孔子雖一再強調君子不在乎不為人知，但卻說：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（〈衛靈公〉）這不是要君子好名，而是要君子警惕蓋棺論定時，應有一定的歷史地位，作到猶如《左傳．襄公二十四年》所說的立德、立言、立功「三不朽」。這執政者必受後世評價的理念，在中國文化傳統中，對君王和政治人物造成了一定的制約作用。
    除了前述，《論語》也經常出現君子與小人的對比。首先在價值衡量上，「君子懷德，小人懷土；君子懷刑(型正)，小人懷惠」（〈里仁〉），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，（〈里仁〉），「君子上達；小人下達」（〈憲問〉），「君子義以為上。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，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」（陽貨）。這「義利之辨」是君子與小人之間，最根本的差別。就常識的觀點，人生來便是自私的；以利為上，順合人的天性，並沒有不當之處。但在孔子的時代，中國文化早已進化到諸國列強對峙的局面，無論是為了守望相助，分工合作，還是為了財產權力的分配，個人必須過著社群的生活，且是高度有組織制度的社群生活。在這種情況，個人私利如果能和群體公益結合，則是最理想的狀態。但若二者相互衝突，孔子便認為「君子」要比「小人」更能去私從公，負起社群責任。孔子於是一再區分君子與小人待人處事態度的不同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」（〈為政〉），「君子和而不同；小人同而不和」（〈子路〉），「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；小人反是」（〈顏淵〉），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；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；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；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；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」，也一再強調君子和小人的胸襟品格不同：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」（〈述而〉），「君子泰而不驕；小人驕而不泰」（〈子路〉），「君子求諸己；小人求諸人」（〈衛靈公〉），「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，狎大人，侮聖人之言」（〈季氏〉）。但最終，孔子仍然認為君子對小人有以身作則、善施教化的社會道德責任。這可見於他和魯國大夫季康子之間的一段對話：
   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孔子對曰：「子為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！君子之德風；小人之德草；草上之風必偃。」（〈顏淵〉）
    以上《論語》中的君子觀，在古希臘的「公民」(citizenship)概念裏，得到了回響。根據Peter Riesenberg的研究，古希臘的公民是一種政治道德理想，它規範了人的理想行誼和社群責任，要求人廢私奉公、勇於陣戰、服務公職、管理政府、造福大眾、傳承歷史價值、接受適當教育、遵守城邦律法、追求美好人格等等。在古希臘，社會須要金錢、人力、忠誠、合作，以及各種形式的認同。個人則須要安全、公義、領導、食物以及貿易往來上的保護。這時作為公民以取得公民權，對社會與個人而言，皆有其必要性。無論不同的城邦各自遵守何種不同的律法，公民據律法自我管理的理念卻是一致的。公民因有一定財富而有閒暇，使他可以積極參與公眾事務。而參與公眾事務，正是公民最重要的表徵。Riesenberg進而解析這古典公民的特點，是小範圍的、文化單一性的、階級森嚴的、與眾不同的特權人士，但同時也是道德的、理想的、精神的、主動的、參與的、領導團體生活的，甚而是指揮陣戰的英雄。
Riesenberg認為這古典的公民概念，隨著西方利他主義(altruism)、泛愛情感(compassion)以及其他高級道德意識的發展，已漸從追求個別政治社會實體的福祉，推廣到追求全體人類和自然的福祉。

    由此可見，古希臘的公民和中國古代的君子有許多相似之處，最主要的，他們都具備個人與社會道德，都要負起為社群謀福利的政治責任。所不同者，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宗法社會，古希臘則是有賴海洋貿易的商業社會。君子在中國是宗法制度下的領導階級，不經過任何利益交換；公民在古希臘則是透過出生於城邦、私有財富、公眾服務，甚至特殊交易以取得身分。
    表面上看來，上述以道德為核心的君子和公民概念，和現代社會的現實要求格格不入。現代社會主要的價值是民主、法治、科技、自由經濟，附從價值包含個人權利(生命、財產、自由、工作、教育權等)、平等（性別、種族、教育、政治參與、宗教信仰上的平等）、醫療、交通、社會福利的提供等等。而無論是古代君子還是古典公民，首先在性別上，一定是男性，無法作到性別平等。其次在社會階級上，一定是少數領導和特權人士，無法作到政治平等。其三，在各種資源分配上，一定是寡頭壟斷，無法作到普及大眾。其四在行為軌範上，君子以傳統禮儀為準，公民以城邦律法為準，一定與小人和非公民(non-citizens)有所區隔。最後，不同於古代尚賢重能，肯定政治是追求集體幸福的藝術，政治領袖必定是有道德的人，能以身作則，施行教化。現代公民社會的預設則是：人性本惡，為求自我保存(self-preservation)，一定自私自利；為了經營和平合作的社會生活，一定要讓渡部分個人權力，訂定社會契約(social contract)，以大多數決，成立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制衡的政府，民選代表，參議政事；政治與道德幸福無涉。換言之，從古代君子的觀點看，現代政治是以利為重的「小人政治」，「正義」必須從屬於「利益」之下。如此現代社會喪失了以君子為代表的本質性價值--仁與義，只重視可發揮實際效益的工具性價值—民主選舉。
    縱觀世局，現代文化從十七世紀科學興起以來，不斷推動政治、經濟、社會、宗教的革命，使勞動階級、各行各業、被統治者、受壓迫者、貧苦人、婦女、孩童、宗教和政治上的異議人士...得以免脫傳統社會階級的桎梏，得到平等合法的對待，在人類文明史上，可說是前所未有的成就。但是現代文化的「小人」本質，致使它陷於拜金主義(fetishism)、科學主義(scientism)、個人主義(individualism)、功利主義(utilitarianism)、消費主義(consumerism)、世俗主義(secularism)、享樂主義(hedonism)、泯滅人性化(dehumanization)，以及各種形式的虛無主義(nihilism)。在顛覆傳統社會的同時，現代文化也顛覆了傳統的「君子」價值。走到二十一世紀的當代，現代文化「重利輕義」的後果已明顯可見：國際強權競逐霸權，掠奪自然資源，導致自然生態破壞，氣候極端變遷，窮國社會動盪、內戰頻仍。以歐美為首的列強對回教世界的壓迫，導致回教恐怖主義的反撲，各國難民流離，慘不可言。這些現代文化的小人行徑，終將導致人類文明的整體崩毀。
    時至今日，我們已無法倒退回到古代君子和古典公民的時代—那理想中的黃金時代也有難解的問題。但《論語》中的君子觀，及其伴隨的各種人道價值與理想，當無悖於現代文化，反而有以救濟之。如果我們還有將來，我們期待的是一「君子文化」與「現代文化」的創造綜合(creative synthesis)；個人道德與社會政治道德應再次受到重視，透過教育與教化的力量，提升個人與社會品質，使「君子理想」成為推動世界進步的動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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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《論語》全書約計15918個字，「君子」便出現了170次。相較於《左傳》全書約18萬字，「君子」出現了180餘次，《論語》中的君子似乎更具分量。參見〈春秋君子文化和立言傳統〉，政治大學《百年論學》，2008年5月3日，第二十六次研讀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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